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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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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数字经济融入了财税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其自身具有的规模经济、产业融合、资本深化等特
征，影响着财政收支规模及结构，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财政风险。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
数据，构建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的强度
不同，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应当不断深化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财政，完善财税征管体制；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改善地方财政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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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下经济状况下行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各地市财政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当下的公共风险，应当积极调
整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发挥国家财政的作用，维持经济稳定。根据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得知，2021年财
政赤字率安排为3.2%，2022年财政赤字缩小，赤字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尽管如此，现仍存在财政支出需求
大幅扩张的问题，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迎来了最萧瑟的春天，税源基数缩减，财政收入增速也
出现了降低趋势，财政面对更加严峻的公共风险状况。因此，从全局观念出发，综合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精
神，研究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状况，探索核心事件对其作用机制，提升地方财政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对于
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当下经济压力增大的同时，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冲破疫情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阻碍，数字经
济起到了愈发显著的作用，其独特的信息流、算法流特征，使得社会工作日趋碎片化、粉末化，大大促进了
社会分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影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对当下的国民
经济生产关系产生了“火山喷发式”的颠覆性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财政税收的全过程造成全方位的影响。第一，在税制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数
字经济的产业特征，由于低边际成本的特点，数字经济行业可能会加大竞争，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对税
源、税基带来新的动力血液，扩大财政收入；第二，在财税体制施行的方式上，数字财政的出现，减少偷漏
税等行政监管的人力成本，可以大大提高财政部门的效率，合并机构，裁撤部门，减少财政支出，增强公共
财政抗风险能力；第三，在纳税负税主体上，居民消费方式升级，社会经济总量提升，结构优化，使得财政
收入渠道加宽，影响财政可持续水平。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解答：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影响财
政可持续性水平？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否有差异？

1. 文献综述

学界在财政可持续水平与数字经济方面研究成果颇丰，此处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1. 财政可持续水平
财政可持续水平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论述的展开必须先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水平的研究开始。就其

内涵的角度而言，财政可持续性不仅是对于国家财政存续状态的一种描述，又是衡量财政风险的核心指标之
一 [1]，世界银行曾提出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界定标准，其认为，当财政政策在不需要通过重大调整的情况
下，依然可以保持对债务足够的偿付能力，则可视为财政具备可持续性 [2]。此观点也得到了孙正等学者的认
可 [3]，这种偿付能力的保持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具体而言即为地方财政收入能够动态持续弥补财政支出
[4]。从公共风险的角度来说，财政风险是私人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时的产物 [5]，当债务水平上升，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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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时，财政主体通过多种财政政策手段，应对公共风险，维持财政可持续水平 [6]。从债务的角度来讨论财
政可持续的概念会更加具象化，用实际财政余额与能够保持债务比率不变的基础债务余额水平及债务赤字作
比较，是一个衡量财政是否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7]。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不同阶段财政发展水平 [8]、政府
融资能力、经济变量长期互动关系 [9]等都是财政可持续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们对财政可持续内涵的深刻解析，给可持续水平的测度提供了依据，目前的研究机构、学者在构建
财政可持续水平评价指标，进行实证检验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如周茂荣等利用跨期预算约束
条件，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从而判断财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10]。刘建民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
[11]，杜彤伟等使用财政反应函数 [12]，孙正等在金融领域构建了“融资缺口”指标 [13]，搭建了量化财政可
持续水平的桥梁。其他众多学者，都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综合运用了代际核算法、合成指标法、平整性检
验、协整检验等各种计量手段，对财政可持续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

在对财政可持续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学者专注于与财政可持续水平有因果交互相关关系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龚锋、余锦亮等从商品税负的角度入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之
间的关系 [14]。吕冰洋等通过对财政可支配空间、政府存量资产与负债的分析，认为疫情导致我国财政形势
严峻，不利于财政可持续发展 [15]。孙正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得出税收竞争和地方政府政绩
诉求两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加深对财政可持续的积极影响 [16]。邓达等通过实证模型，检验得出数
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水平间，有着正向促进关系 [17]。

1.2. 数字经济发展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上，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基本特征研究。数字

经济是一种数据信息及传送的数据手段，它将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数字化视作其关键要素，通过通信基础设施
形成一个虚拟的网络，改变行业的业务流程与交易方式，从而使得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颠覆了经济结
构以及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 [18]。数字经济具有平台经济、网络效应、蒲公英效应等多方面的新特征 [19]。
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评估测度的研究。第三，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研究。数字技术兼有资本和劳
动两种要素赋能的特征 [20]，其通过对居民消费 [21]、创新创业 [22]等方面的改造影响 ，与实体经济不断加
深融合 [23]，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资本深化、塑造新效果，最终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促
进现代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24]。

1.3. 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两者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尚且停留在平行独立的阶段，将这两个核

心经济变量放在同一个框架体系中去探索其相互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当下学者将数字经济与财政税收放在
一起研究的主要视角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对国内外当下的税收制度带来了冲击与影响。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都在
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开天辟地式的转变，从而冲击到了传统的国际税收利益格局，使得税收管辖权不得不进行
重新划分 [25]。同时，由于当下税收征管体系的很大基数比例为直接税和间接税，所以数字经济带来了很大
程度上的税收流失，税收征管体系面对巨大的挑战 [26]。秦思楠更进一步从税收征管体系与当下数字经济的
不适配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数据互联互通，平台契合等都是此时面对的困境，而“数字政府”、“数据管税
”等都是有效的应对方式，起到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的作用 [27]。

第二，税收政策与管理制度应当如何调整。高运根认为，中国在数字经济税收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深度参
与是十分必要的，应当从跨境增值税等各个方面加大调整力度，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 [28]。

第三，财政税收如何影响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樊轶侠、徐昊认为，财政通过推动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支持数字人才创新创业、加大数字平台建设投入、形成数字市场等方式，从消费、生产等过程中
着手，可以适应当下数字经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助推经济平稳高效地迅速发展 [29]。

1.4. 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对财政可持续性、数字经济及其相关内容有所拓展，可以为本文探究数字经济、地方财政可持

续性水平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数字经济通过其具备的技术特征，对社会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造成
影响，从而冲击着财政可持续水平。然而，现有文献也在如下方面有不足之处：第一，对于数字经济、地方
财政可持续水平的相关关系论述相对缺乏，鲜有文献对其影响机制等进行详细的探索；第二，对于税收征管
体系的建议站在一个国际顶层设计的角度，与中国东西区域经济差异大的现状少有结合，很少立足于地方政
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域为对象展开创新：首先，核心变量“财政可持续性”的
研究对策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指标。其次，研究内容上，试图探讨不同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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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探索。最后，基于区位因素和资源禀赋的不同，验证是否有区
域差异。

2. 理论分析

数字技术不断成熟，在农业、工业、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蓬勃发展，深刻改变
了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冲击着当下财税征管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系列
变化，是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水平之间的媒介。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影响财政可持续的理论
机制总结如下：

2.1.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从市场均衡的角度来说，不同于传统价格—数量二元均衡模式，数字经济服务于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性消

费需求，通过算法、数据实现精准定向的匹配，达到“数量—价格—品种—质量”四维动态均衡，提升了社
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的优化。这一逻辑机制应当从数字经济的特点开始分析：

2.1.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与固有的平均生产成本曲线先降后升、企业规模无法无限扩大相区别，数字经济下的企业生产，在成本

构成上吗，有着“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征。理性厂商会选择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从而分摊
固定成本，减少长期平均成本。与此同时，直接改变传统经济模式中依靠增强产品相关性来实现范围经济的
途径，数字经济模式下，范围经济建立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模式上，大大降低了产品的相关性。平台企
业通过数字技术，满足“多样化”需求，最有效地形成长尾效应，使得在单位资源条件下，有更多的财富产
出，宏观经济发展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血液”补充。

2.1.2. 产业关联与产业融合

数字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令传统产业的关联关系得到大大扩展，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当下产业集群通过多方位的产业关联，结合产销融合、跨界融合的新模式，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使得经济规模得以迅速扩大，宏观经济发展有了坚韧强劲的“经脉”。

2.1.3. 资本深化与技术创新

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数字技术的革新，使得产品相对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改变了要素的投
入组合，扩展了生产可能性曲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的新模式，让技术创新不断融入到经济生
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技术溢出与扩散，大大挖掘了社会的发展潜力，宏观经济发展有了坚实有力的“肌肉”
。

2.2. 数字经济对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2.2.1. 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因势而变，行随权动，这是管理学中权变理论的核心。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模式不断深化，作
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政府，也会积极采取相应地政策以应对，跟随时代的春风，在经济发展的
路上成为助推手。

构建数字财政。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带来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技术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对其行政方式进行优化，创新治理模式。构建数字财政，可
以开辟新的税种，如数字交易税等等，拓宽税源，直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减少劳动投入，影响财政支出。

扶持数字经济。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资源配置职能，要求财政调节资源在部门和行业之间的配置，引导
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其一，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蒲公英效应”带来肉眼可见的经济发展，引
导各地方政府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推动平台企业的发展，其举债、扩大支出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
有可能会对财政收支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其二，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同时又会推动政府承债能力提高。数字
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注重债务规模和结构在长期内的合理化。宏观经济总量发
展，规模扩大，结构优化，不仅可以增强微观经济单元的债务承受能力，而且可以降低政府发行债务的压
力，政府的偿债规模和违约风险同时降低，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承债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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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企业发展潜力增大。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精准化销售，节约成本，
使得利润空间大幅扩大，对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税收收入会呈现增长趋势。政府财
政收入总额扩大，来源稳定，无疑会对财政可持续状况的改善发挥促进作用。

居民生活消费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将居民的生活消费转向了更便捷、更多样的定向升级模式，大大提
高了消费者福利水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自我保障能力，使得社会中的私人抗风险状况得到改善，
政府在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支出上的压力得到大幅缓解，财政可持续水平又会得以巩固加强。

综上所述（如图1），可以合理的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有正相关关系”的假设。

图1 理论分析图

3. 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评估

3.1. 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性、有效性原则，本文参考刘建民 [11]等的做法，选取了两个角度，编制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

指标体系。表1为各细分指标的具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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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选取

财
政
可
持
续

水
平

财政运行稳健性

经济增长能力 GDP增长率
财政支出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财政收入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各地区）转移性收入

主要税种 （增值税+所得税）/税收收入

财政风险可控性

地方政府债务 负债率

财政赤字 赤字率

土地财政依赖 土地出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 测算的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客观赋权评价法实现多元统计分析，根据综合因子贡献率大小确定的权重，还规避

了人为确定权数的缺陷，使得结果更加客观合理。

3.3. 测算结果与评析
标准化处理主成分分析后的结果，从而避免各个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便于进行横向纵向的直观比较。标

准化公式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   是第   个指标，第   个时间段的主成分分析法输出结果。当   的数值越大时，意
味着一级指标越大，即为正向指标，本文中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和   表示所有
观测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

对于财政可持续水平的结果评析，此处选择可得数据的最近年份，2019年的各省级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对财政可持续水平的衡量做初步评估。

第一，判断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指标的可靠性。此处将通过模型测算得到的2019年各省份财政可持续水平
的排名情况与学界其他学者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第二，图2为2019年各省份财政可持续水平的情况。相比较之下，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上海等东部
沿海省份财政可持续水平相对较高，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等省份财政可持续水平相对较低，总体上与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情况呈现一致状态。

图2 2019年各省份财政可持续水平

sustainij =
sustainij−sustainij(min)

sustainij(max)−sustainij(min)

sustainij j i sustainij

sustainij(min) sustainij(max)

susta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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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设计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数字经济的发展与财政可持续之间存在关系。本文选择我国2013-2019年各省级行政
单位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此处为T较小，n较大的静态短面板数据类型，
同时有着横截面与时间两个维度，尽量规避共线性的问题，从而达到更高效验证假设的效果。

4.1. 模型设定
由于数据存在个体效应，考虑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检验。选择此计量模型的主要原因在

于样本量，此处的时间跨度为7年，共选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数据的个体数量比较少，
不适合采用针对大样本的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将模型设定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   为省份，   为年份，   是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水平，   是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为控制变量组，   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省份固定效应，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 

 是待估参数。

4.2. 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财政可持续性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其   即由前文所构建的财政可持续水平的指标体系测

算得知，此处不再做过多说明。
本文选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目前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建树，成

果丰富。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评估，发布了各自口径的
统计数字及衡量口径。由于数字经济的测量评估工作复杂，不同学者在统计时对其内涵界定、统计口径、统
计方法都有所差异，所以目前的测量结果存在一定的显著偏差。但共同点在于，测量结果基本上都传递出数
字经济当下不断向好，蓬勃发展的趋势。本文借鉴张雪玲等的做法，从三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0]。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普及率（%）

数字化应用

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人）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在线政府指数（%）
数字化产业变革 数字产业指数（%）

依据测评指标的变异程度进行客观赋权，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评，记为Dige。
在控制变量上，由于当下产业结构升级由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发生了相应转

变。故设置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率两个控制变量，纳入实证分析模型。其中，工业化程度，记作Ior，采用工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表示；城镇化率，记作Urban,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表征。

另外，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重要投入要素，再加入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记作Hcap，采用
各地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来表征。

由表3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样本数据不存在极端异常值，没有系统性误差。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财政可持续性水平 Sustain 196 0.105 0.491 0.261 0.076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e 196 0.010 0.685 0.209 0.132
工业化程度 Ior 196 0.160 0.558 0.402 0.079
城镇化率 Urban 196 0.379 0.896 0.601 0.119
人力资本水平 Hcap 196 5.070 231.970 94.957 50.931

sustainit = α0 + α1Digeit +∑Controls + λi + μi + εit

i t sustainit Digeit

Controls λi μi εit α0

α1

susta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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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数据为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主要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以

及地方统计年鉴等公开渠道。

5. 实证分析

5.1. 基本特征分析
基于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根据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划分，利用区域内部各省份指标均值，对2013-2019年

中国不同区域的财政可持续性水平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进行测算（如表4）。从时间上来看，2013-2019
年，财政可持续水平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区域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程度却略有差异。从不同经济地
区来看，东部地区财政可持续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财政可持续性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较为
清晰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据此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可持续性
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时间上有着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空间上存在趋同性。

表4 2013-2019年中国区域性财政可持续水平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Sustain Dige Sustain Dige Sustain Dige

2013 0.224 0.210 0.187 0.094 0.171 0.089

2014 0.221 0.241 0.186 0.115 0.166 0.108

2015 0.240 0.279 0.200 0.141 0.188 0.131

2016 0.280 0.308 0.235 0.159 0.214 0.164

2017 0.302 0.313 0.261 0.167 0.233 0.155

2018 0.316 0.327 0.276 0.182 0.241 0.182

2019 0.329 0.357 0.286 0.201 0.254 0.206

分别绘制东中西部地区的散点图（如图3-5），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可持续性水平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相关系数分别为0.946、0.950、0.951。此结果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但
是，以上结论仅作为直观的初步判断，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图3 东部地区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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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部地区散点图

图5 西部地区散点图

5.2. 基准回归结果
表5报告了实证结果。首先，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模型（1）控制了时间和省份，结果显示，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其数字经济（Dige）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Sustain）之间正
相关，且比较显著。模型（2）、（3）、（4）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工业化程度（Ior）、城镇化率（Urban）、
人力资本水平（Hcap），可以发现正相关关系一直存在且显著。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分析，以表6.2的模型
（4）为例，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财政可持续水平会上升0.346%。与社会经济现实、理论认知
一致，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提升，在社会经济规模和总量上都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起
到扩大税基、涵养税源的作用，从而促进财政可持续水平的提升。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不断加入控制
变量时， Dige的回归系数始终保持，显著为正，与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相应证。

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程度与财政可持续之间是反向关系，同样以模型（4）为例，工业化程度
每升高1个百分点，财政可持续水平会降低0.354个百分点。本文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
化程度的指标，从而此处工业化程度的上升，代表着一三产业所占比例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支
结构受到冲击、呈现小规模的不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工业化程度对财政可持续的负向影响是自然的，
但是，其负向影响的程度必须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小范围区间内，根据模型可以看到，其估计的绝对值相对合
理。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是正向的，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财政可持续水
平会上升0.16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财政可持续水平会上升0.146个百分点。这两个控
制变量的显著特征，可能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主抓手的作用，会对整
个税收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产生影响，对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稳定政府债务水平等都有良好效果。同时，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得社会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改善，间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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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ge 0.353**
(9.942)

0.262**
(7.373)

0.259**
(6.714)

0.346**
(6.346)

Ior -0.298*
(-2.442)

-0.278**
(-3.219)

-0.354**
(-5.108)

Urban 0.610**
(6.067)

0.176*
(2.601)

Hcap 0.001**
(5.171)

常数项
0.104**
(6.602)

0.264**
(4.437)

-0.068
(3.215)

0.146**
(2.629)

省份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时期个数 7 7 7 7
省份个数 28 28 28 28

R2 0.861 0.932 0.981 0.982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5.3. 稳健性检验
5.3.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对于计量回归模型来说，回归系数的稳健性是结论可靠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处通过替换关键变量对模型
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借鉴张勋  [31]等的做法，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Fis）替换数字经济水平
（Dige）作为解释变量回归。由表6可以看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控制变量不断加入时，并没有改变正相
关关系，故基准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Fis 0.153**
(2.702)

0.140**
(2.003)

0.129**
(1.834)

0.158**
(1.894)

Ior
-0.013*
(-0.095)

0.032**
(1.575)

-0.259**
(-0.263)

Urban 0.007**
(9.906)

0.000*
(7.651)

Hcap 0.001**
(8.210)

常数项
0.354**
(26.602)

0.381**
(14.437)

0.293**
(20.837)

0.237**
(12.629)

省份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时期个数 7 7 7 7
省份个数 28 28 28 28

R2 0.891 0.733 0.824 0.915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5.3.2. 更换模型
此处采取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来替换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此对关系稳定性检验。从表7可以

看出，Dig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有着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加入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与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基本一致，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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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替换模型

变量 （1） （2） （3） （4）

Dige 0.080**
(0.443)

0.057**
(0.418)

0.209**
(0.403)

0.061**
(0.316)

Ior 0.010*
(0.115)

0.036*
(-0.100)

0.669
(-0.023)

Urban 0.362
(0.034)

0.264
(0.045)

Hcap 0.000**
(5.171)

常数项
1.125**
(0.169)

2.526**
(0.121)

2.430**
(0.145)

2.388**
(0.297)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期个数 7 7 7 7
省份个数 28 28 28 28

R2 0.585 0.597 0.597 0.632

5.4.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大，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乡土人情等传统认知也会影响政府行为，

所以可能会存在区域异质性现象。此处进行分区域回归，研究其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见表8。

表8 分区域回归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Dige 0.694** (16.969) 0.644** (17.477) 0.488** (8.129)
常数项 -18.684** (6.047) -12.831** (18.577) -11.7** (16.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时期个数 7 7 7
省份个数 12 9 7

R2 0.824 0.815 0.836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1，**p<0.05，***p<0.01

从表8可以看出，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财政可持续性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估计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每提高1%，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提高0.694%，
在三个地区中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提高1%，财政
可持续性水平仅提高0.488%。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等因素的考虑，此促进作用
的区域差异符合理论逻辑。

东部地区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创新氛围浓厚，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公共服务、政府治理向
智能化、数字化方向不断发展，大力推动了财政可持续性水平的提升。中部地区传统制造业集中，在武汉、
长沙等新一线核心城市的带动下，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技术在城市交通、社区服务等领域不断深化应用，
促进着公众和政府应对公共风险能力的提升。西部地区相较东、中部地区来说，经济基础较弱。川渝地区以
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和数字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数字经济在此处对于财政可持
续性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区域内部二元结构突出，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种
种原因，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在很多偏远地区发展受限，故促进作用相对东部、中部地区较弱。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有影响这一典型事实，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研究了影响机
理，接着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搭建了财政可持续性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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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实证考察。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宏观角度看，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走高，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总体不断增
强。第二，财政可持续水平因为有着较大的省际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水平相较中西部地区要
相对较高。第三、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水平，并且具有稳定性。第四，区域异质性分析指
出这种影响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弱。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为更好的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趋势，推动财政走向“更精准更持续”的
目标，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不断深化数字化治理，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一，各级政
府应当积极推动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完善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财税扶持措施，加快数实融合速度，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第二，国有企业应当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对企业本身进行自查自纠，明确战
略目标，优化战略路径，更好更快地赶上数字经济的东风，在发展的过程中提升发展质量，走在改革创新的
前沿。第三，消费者应当在生活中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融入数字生活，不断创新。开拓创新思维，借助数
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网络效应的特点，寻求创业机会，低成本开拓生活的新模式。

（2）积极构建数字财政，促进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第一，在财政资金管理的全过程中，注重“大数据”
、“云平台”、“互联网+”的作用，利用数字化全面预算管理制度，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化解存量债务，提
高整体的经济效益。第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不断增强财政透明度，引导公众参与监督。第三，强化财政
支出资金的绩效管理监督。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资本，可以适度扩大其上缴税额的比例，同时积极改善
营商环境，扩大财源，稳固税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资金流向进行动态全过程监管，精准投放，合
理缩减财政支出规模，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以更好应对财政风险。

（3）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一，国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站在上位者的角度进行统筹布局，发挥区域
协同效应，给各地区相对精准的战略定位。同时，应当尽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减少明星数字企业，头部平台
的垄断势力，缓解“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第二，各地区要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错位竞争”，立
足本地实际，尽量避免对数字项目的盲目跟风，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第三，各省份都应当提升教育水平、
城镇化水平，改善社会福利状况，优化社会结构，从而达到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产业，提升财政可持续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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